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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地管理制度執行結構與環境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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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央政府認為長期以來，地方政府對農地管理制度之執行，尤其是農地違規使

用管制方面，偏向消極與保守。農地管理的相關研究，亦認為制度的執行有待改

進，但大多基於規劃管制的角度切入，較少直接針對農地管理制度之執行結構與執

行環境進行分析。因此，本文乃基於代理理論的觀點，依據台灣省各縣市農地管理

的組織分工類型，選取六個執行結構具有代表性的縣，採用半結構式深度訪談法，

以了解農地管理制度的執行結構，及其對農地管理制度執行的影響。執行結構主要

包括代理理論觀點所提及的工作配置、誘因機制、訊息傳遞，以及本文所加入的人

員特質等四種因素。另基於前述執行結構，是建立在既有的政治、法律及社經等執

行環境的基礎上，故本研究再進一步地探討執行環境及其對農地管理制度執行的影

響，最後並提出農地管理制度執行改進之思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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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forcement Structure and Environment of 
the Institution of Farmland Management

Wei-Ting Hung*, Sen-Tyan Lin**, and Hsiu-Yin Ding***

Abstrac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regards that the enforcement of the institution of farmland 
management, especially the enforcement of illegal use of farmland management by local 
government tends to be passive and conservative. The previous studies on farmland 
management also mention that the enforcement of farmland management is required to 
be improved, but they are mainly based on the viewpoint of planning control. There is 
less literature direct to study the institution of farmland management from the viewpoint 
of enforcement structure and environment. Therefore, this paper, based on agency 
theory and types of organizational job division to select 6 representative counties as 
case study, employs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approach to investigate the enforcement 
structure and its impact on the performance of the institution of farmland management. 
The enforcement structure includes three elements emphasized by agency theory i.e. job 
allocation, incentive mechanism, information transfer, and one element added by this 
paper i.e. agent characteristics. Because the enforcement structure is established under 
the existing political, law and social economic conditions, this paper further investigates 
enforcement environment of the institution of farmland management and its impact on 
the performance of farmland management. A promising perspective is provided for the 
enforcement of current institution of farmland management.

Keywords: Farmland Management , Enforcement St ruc ture , Enforcement 

Environment, Agency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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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經濟組織是人們建立的一種實體，人們透過它來進行互動，以達到個人和集體

的經濟目標（Milgrom and Roberts, 1992）。政府作為組織的一種類型，長期以來
被視為是提供公共服務的選項之一，Smith（1776）即認為國防、司法、教育及公
共設施應由政府加以提供，然不論政府的角色與定位是什麼，所有政府的活動皆需

組織與其成員予以執行，不過有關官僚組織運作的理論，並未能完全解釋政府的實

際運作情形。再者文官除了被認為不是人民的工具外，更因為其握有權力、官僚形

式、延誤時機和沒有效率，而受到很大的質疑（Hughes, 2003），因此影響公部門
執行制度績效的因素，也成為關注的焦點。近年來發展出一個研究取向，即從經濟

學上的代理理論來探討此一政府執行制度的問題（Dixit, 1996；Laffont, 2000），它
將政府內部的組織活動，視為是一連串的代理關係，身為公務員的執行者在階層政

府的結構下，透過不同的分工方式，提供相關的公共勞務及財貨，以換取相對的報

酬。不管是個別的政府組織或執行者，基本上都是在有限理性及訊息不完全的情形

下進行決策，且其所執行的任務通常是涵蓋多個面向，因此其執行結果，會受到任

務之投入及產出之可觀測性，以及制度執行者與受制度影響者對相關任務的評價等

影響（Dixit, 1996）。前述的執行結構，基本上是建立在既有的政治與法律等執行
環境的基礎下來進行，因此執行環境也將對執行的績效造成影響。

就農地管理而言，其制度係由中央政府所建立，並委由地方政府執行。制度執

行的結果，將受到地方政府執行者之行為的影響，而執行者之行為則可能受到工作

配置、績效的可衡量度及誘因機制等的影響。中央政府認為長期以來，地方執行農

地管理，尤其是違反使用管制之執行，偏向消極保守（內政部，2004），欲透過農
地管理績效評鑑機制予以激勵（陳奉瑤，2005），以營造安全的農業生產及優質農
村環境。惟此一機制只考量評估績效的方式及激勵機制，忽略了農地管理之多重任

務代理（multitask agency）性質，且未將工作設計（job design）納入考量，有待進
一步的整合。除此之外，農地管理制度之執行，必須依法行政，承辦人員之執行，

常會涉及土地所有權人的權益，通常容易引起民意代表等中介者的介入，或受到社

經環境變遷的衝擊，故執行環境亦可能影響農地管理之執行成果。

農地管理制度依現行農業發展條例之規定，雖然包括有農業設施之許可使用、

農地變更、農舍之容許使用、農地分割、農地移轉、農地稅之優惠、及農地租賃七

大項，但真正由地方政府農業主管機關主導執行的，僅是農業設施之許可使用、

農地變更及農舍興建之容許三項，而此三項則與土地使用管制較有實質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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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依現行實務，農地管理不僅是上述三項的農地使用管制，亦包括農地利用與

產銷輔導，即農業發展條例第8條之規定，主管機關得依據農業用地之自然環境、
社會經濟因素、技術條件及農民意願，配合區域計畫法或都市計畫法土地使用分區

之劃定，擬訂農地利用綜合規劃計畫，建立適地適作模式。雖目前之農地利用綜合

規劃計畫，落實為產銷班之輔導，但現行地方政府農業主管機關亦從事農地利用與

產銷輔導任務。另依陳奉瑤（2005）調查結果顯示，除了政策性配合外，縣政府實
際執行之農地管理工作項目有：農業用地變更審核、協助農業用地農業使用之認定

與農業使用證明疑義、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核、興建農舍農民資格審查、農業發展

基金管理、農民團體、農企業機構、農業試驗研究機構承受農業用地審核、農地管

理資訊系統管理、執行農地利用綜合規劃計畫、農地違規使用稽查、農地列管賦稅

減免定期抽查（7-9月）與農業經營不可分離之審核（7-9月）等十一項。換言之，
除了上述的「農地使用管制」與「農地利用及產銷輔導」外，亦包括了農業發展基

金、農地管理資訊系統及上級臨時交辦業務等其他農地管理相關業務。故本文所謂

的農地管理制度，係指由地方農業主管機關所主導與執行業務，並基於農地管理業

務之項目與內涵，及考量訪談過程中農地管理承辦人員之用語，將其分為「農地使

用管制」、「農地利用與產銷輔導」及「其他農地管理相關業務」等三大項業務。

農地管理制度之執行，在全省各縣政府農業局（處）隸屬不同的課（科）別，

大多數在農務課（科），例如宜蘭縣、苗栗縣、彰化縣、嘉義縣、台南縣、高雄

縣、屏東縣、台東縣及花蓮縣，台北縣設立農牧課，新竹縣設立農業企劃課、南投

縣及雲林縣為農務發展課，而較為特殊者則為台中縣，單獨成立農地管理課，與農

務課分開，另外桃園縣則為漁港與農地管理課。農地管理制度之執行單位名稱雖不

同，但有其共同的特點，即農地管理具多重任務的特質，容易受到各個別任務交互

作用與任務之投入與產出之可觀測性等之影響，而產生經濟理論上所謂的多重任務

委託代理問題，進而影響到農地管理之執行成果。

農地管理制度執行的改進研究，過去大多以人力經費的不足需增加（殷章甫，

1988；顏愛靜等，2004），事權分散與法令的不嚴謹待改善（林森田，1993；陳明
燦，2003），以及對違規農地使用處罰的太輕，需加重（蘇志超、林英彥，1978）
等。對於人力方面，農業主管機關則亦已於民國94年著手擬訂「農地管理業務績效
評鑑機制」，以激勵農地管理人員對其業務之執行（陳奉瑤，2005），提出了績效
評鑑的基本衡量架構及激勵機制。該績效評鑑與激勵機制如能考量農地管理多重任

務之特性，較可提升農地管理的成果。

由於上述主客觀的認識，本研究擬基於代理理論之多重任務委託代理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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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半結構式的深度訪談方法，再輔以簡單統計數據分析，探討包括人員特質、工

作配置、誘因機制及訊息傳遞等農地管理之執行結構與執行環境，及兩者對農地管

理執行之影響，並根據多重任務委託代理之觀點，提出農地管理執行改進之思考方

向。本文共分五節，除本節前言外，第二節探討多重任務委託代理的相關文獻。第

三節為研究設計，包括研究架構、研究對象，以及研究方法的說明。第四節主要基

於多重任務委託代理的觀點，根據六個地方政府農地管理機關之主管及承辦人員實

際訪談結果，分析現行農地管理之執行結構與環境，及其對農地管理制度執行之影

響，且針對農地管理執行績效衡量進行探討，第五節為綜合討論，第六節為本文之

結論。

二、文獻回顧

制度的執行機制無可避免地涉及代理關係，在制度執行的過程中，經常必

須付出成本，且基本上都是由代理人（agent）來執行，代理人自己的效用函數
往往影響到執行的結果（North, 1990），因此可以用代理理論的觀點進行分析
（Moe, 1984；Wilson, 1989；Dixit, 1996），它指的是任何一種涉及非對稱訊息
（asymmetric information）的交易，交易中擁有私人訊息的一方被稱為代理人，沒
有私人訊息的另一方被稱為委託人（principal），而委託人通常將本身的一部份任
務交給代理人來執行，自己則負擔監督成本及提供誘因給代理人，使其按委託人的

期望行事，且降低因訊息不對稱對委託人所造成的負面影響。因此，Moe（1984）
認為代理理論中所強調的監督與誘因是組織或制度分析中的重要本質。

然而，政治上的代理關係通常較一般私人的代理關係為複雜（Dixit, 1998），
參與者有時必須同時扮演委託人和代理人的角色，且有時代理人必須同時執行多重

任務。傳統代理理論文獻，如Jessen and Meckling（1976）、Holmstrom（1979）及
Hart and Holstrom（1987）等，均假設代理人從事的任務是一維（one dimension）
的，雖有助於詮釋及釐清部分制度執行的問題，然與現實的環境，有很大的落差，

無法更進一步的解釋涉及多重任務制度的執行。

多重任務委託代理是傳統一對一代理觀念的延伸，指的是當一個委託人同時委

託兩項以上任務給代理人的情形，與傳統代理模式最大的不同在於，此時代理人接

受委託的任務由一項增加為兩項或兩項以上。因為在現實的環境中，代理人被賦予

的任務通常是多維的（Laffont and Martimort, 2003），如教師被賦予教學、研究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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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等三項任務，企業經理人必須兼顧企業長期發展及短期獲利，廠商於生產時必

須在產品的品質及數量之間作相當程度的選擇或取捨等均是。而政府的行政部門也

同樣面臨類似的情形，它們必須同時擔負不同的任務，相對於私部門，任務的內容

通常是較模糊不清的，而政府行政部門給予代理人的財務誘因在適用上限制通常也

較多，且其自主性（autonomy）通常較低（Wilson, 1989）。多重任務之代理執行
雖有節省官僚體系的成本、節省準備及往返時間等（Lazear, 1998）優點，但如同
Dixit（1996）的觀點，前述的多重任務彼此有部份將存在相互爭取代理人注意及
努力的情形，而代理人在執行這些任務上的優先順序，又與委託人所認知的可能不

同，這有可能是因為雙方對努力程度的品質有不同的要求，也有可能是因為代理人

對多項任務存在不同的價值觀。因此，代理人的行為將取決於投入與產出的可觀測

性，亦即其是否能被委託人確實的監督或具體的衡量，以及委託人與代理人雙方的

價值觀差異（Dixit, 1996）。
在上述情形下，委託人必須設計一個誘因計畫（incentive scheme）以改變代

理人在不同任務上所分配的努力程度。而制度或政策執行過程中的誘因，通常都

是非貨幣（non-monetary）的，它們包含了前途考量（career concern）、權力或地
位（Dixit, 1996）。因此，誘因提供的方式與內涵，及其對於代理人行為的影響，
也成為許多的多重任務委託代理文獻分析的焦點（Holmstrom and Milgrom, 1994；
Feltham and Xie, 1994）。
此外，Holmstrom and Milgrom（1991）、Dewatripont et al.（2000）均認為任

務之間的關係，亦會對代理人的行為有所影響。它指的是代理人執行一項任務的行

為，不但會影響該任務本身表現，也會影響到其他任務的表現，而此種影響可能是

正向的，亦有可能是負向的，即當委託人執行一任務時，對另一任務的執行出現不

利的影響，則稱兩任務存在替代性（substitutability）關係或排擠效果（crowding-
out effects）；而代理人執行其中一項任務，亦能有助於他項任務的執行，則稱兩
任務存在互補性（complementarity）。基於此點，最適契約的決定亦將取決於任務
之間的替代性或互補性而定（Laffont and Martimort, 2003），亦即涉及到了工作設
計的課題。因此，多重任務委託代理文獻認為委託人應將可衡量的任務加以結合，

亦有認為於工作設計時應避免將存在利益衝突的任務交由同一代理人執行。除此之

外，也有文獻提及功能性的專業分工（functional specialization）較能提升執行的績
效（Dewatripont et al., 2000）。因此，如何將代理人所負擔的多項任務加以歸類，
且瞭解不同任務之間的關係，進一步地針對不同任務進行整合及配置，成為制度能

否被有效執行的關鍵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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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任務委託代理的觀念最早由Holmstrom and Milgrom（1991）加以模式化，
他們認為代理人會傾向於執行可被觀察得到的任務，在多重任務委託代理的情形

下，激勵契約未必是最好的制度，且強調資產所有權的安排的重要性。因此他們指

出，若兩項任務中的一項任務的努力程度或結果是很難被觀測得到時，則對於另一

任務所提供的誘因也必須降低。其後，Baker（1992）發現即使代理人是風險中立
（risk neutral）時，因為無法提供過多的誘因來激勵他所重視的任務，導致代理人
的努力水準因此而被扭曲；Itoh（1994）亦提及在多重委託任務的前提下，委託人
會偏好清楚的分工方式，使個別代理人專注於其任務上，抑或可能偏好團隊工作

（teamwork）的型態，以使其成員在工作過程中相互協助。Dixit（1996）則建立
一個多重委託-－多重任務（multiprincipal-multitask）的模式，以分析在此結構下
委託人的機制設計問題；Dewatripont et al.（1999）利用多重任務委託代理的模式
分析政府官員在面臨多重任務下的誘因及其行為，發現當其追求多重任務時反而會

使其自主性降低，且強調職業化及專業化的重要性；Dewatripont et al.（2000）則
針對多重任務委託代理的文獻作回顧及討論，且著重於多種任務之間應如何作結

合的問題分析。除此，多重任務委託代理的模型也被應用至設計企業的激勵制度

（Holmstrom and Milgrom, 1994；Feltham and Xie, 1994），分析石油最適零售契約
（Slade, 1996），農業契約設計（Hueth and Melkonyan, 2004），以及政府行為的
討論（Dewatripont et al., 1999）等，上述文獻所討論者，其共通的目的無非是期望
透過分工配置及誘因機制的設計，追求績效或表現的提升。

經由以上文獻回顧可以發現，傳統代理理論假設代理人從事一維的任務，與現

實環境有很大的差別，在現實經濟社會中，是多重任務代理關係。近年來政府欲透

過誘因機制，改善農地管理執行，但並未考量農地管理多重任務委託代理之特性；

此外代理模型中往往假設代理人是同質的，事實上農地管理人員的特質，於不同的

組織中，或相同的組織中之不同的時期常是非同質的。再者多重任務的代理理論，

係來自於數理經濟模型，模型的推導過程雖有誘因機制或分工方式的調整，但大多

假設執行環境是不變的。故本研究將基於代理理論之多重任務委託代理觀點，除了

分析農地管理代理執行之分工配置、誘因機制及訊息傳遞外，更加入人員特質探討

農地管理之執行結構，亦進一步檢視執行環境對農地管理執行績效之可能的影響，

期能提出改善當前農地管理制度執行之思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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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設計

（一） 研究架構
本文所欲探討的課題，主要是農地管理執行環境與執行結構對執行績效的影

響。本文之研究架構，是根據多重任務代理理論之文獻回顧所得，農地管理制度

之執行，主要由中央政府建立制度，且委由地方政府執行，其執行結構包括代理

理論所強調及重視的「工作配置」、「誘因機制」以及「訊息傳遞」（Holmstrom 
and Milgrom, 1991; Dewatripont et al., 1999; Dewartipont et al., 2000; Laffont and 
Martimort, 2003），以及本文認為該理論較未考量，且相關文獻，如Hellerstein et 
al.（1999）及Ilmakunnas et al.（2004）所提及的「人員特質」等四種因素。為表示
上述概念，本文於圖一中，將其置於執行結構中。值得注意的是，如此表示並非將

四種要素結合為執行結構之單一影響因素，四個因素會個別對執行績效造成影響。

前述執行結構，基本上是建立在既有的政治、法律及社經等執行環境的基礎下，因

此執行環境也可能對執行的績效造成影響。本文之研究架構如圖一，並進一步說明

如下：

圖一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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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執行結構

（1）人員特質：制度的建立在規範人的行為，但制度也需要靠組織中的個人來執
行，而這些人員特質，包括性別、年齡、工作經驗、教育程度及專業領域

素養等，均對執行績效可能造成影響。

（2）工作配置：工作配置一般來說可分為兩種類型，它們牽涉到了組織內部與組
織之間的代理關係，有賴工作配置來達成。首先，是組織與組織之間的分

工，即同時有兩個部門負責同一制度執行，涉及到彼此的業務如何作分工

的問題；其次，則是在同一部門中，業務承辦人之間如何分工的問題。工

作配置除了界定了個人或部門的業務範圍外，將可能直接影響到個人或組

織內部執行資源的配置及執行投入程度，以至於制度執行的績效。

（3）誘因機制：在代理關係下，委託人可以透過給予代理人適當誘因且負擔監
督成本以規範代理人的行為（Jessen and Meckling, 1976）。關於制度執行的
誘因，對團隊來說，主要是執行制度的資源；對於執行制度的個別承辦人

員，則可能是實質的薪資、獎懲或升遷，該等誘因都可能改變制度執行者

對執行的投入程度，對執行的績效造成一定程度影響。

（4）訊息傳遞：執行制度的代理關係中不可避免地存在訊息不完全現象，可能牽
涉到不同部門意見整合的問題，即使在同一部門內，不同承辦人員也經常

必須進行意見的溝通，這些都與訊息的交換息息相關。除此之外，制度執

行是一個持續性的過程，其中包括資料的整理，以及檔案或其他資料的更

新與保存，而執行人員於工作交接時，也必須進行訊息的傳遞與接續，資

料的交接偏向是外顯的知識（explicit knowledge）或訊息的傳遞，人員的交
接則傾向是內隱的知識（tacit knowledge）或訊息的傳遞，這些都是可能影
響到制度執行績效的因素。

2. 執行環境

制度的執行，除了受到政府部門本身的執行結構影響外，也不可避免地會受到

執行過程中所面臨的執行環境的影響，它是一個動態且持續的過程，因此面臨了社

會經濟結構轉變所帶來的影響，當社經環境，如人口增加、都市化程度提高或產業

結構有重大變化時，都可能衝擊到原有制度的執行情形。其次，制度的執行必須依

據法令，而法令規章的完備性與否，及承辦人員對法令的了解與詮釋，構成了制度

執行的主客觀條件。前者為承辦人員提供了執行的依據及限制，後者則通常與承辦

人員的專業素養與經驗有關，而承辦人員所做的決策，必然會影響到相關團體或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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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權益，此外，伴隨而來的民代關說與政治活動的進行，使得制度執行的過程變

得複雜且具不確定性。

3. 執行績效

Schermerhorn（1999）認為工作績效就是「工作中的個人或團體所表現出的
任務達成量與值」。Kane（1976）也指出工作績效是員工在特定期間內，執行
工作時所達成的結果的紀錄，或達成目標的效益。相關文獻進一步將工作績效區

分為「個人績效」以及「團隊績效」兩種，團隊績效較側重於整體組織的相關指

標，當然，個人績效與團隊績效之間，存在著互為影響的關係（Jacobs, 1981）。
Middlemist and Hitt（1981）認為組織績效評估的主要來源為直屬主管、部屬、同
儕、外界人士（outsiders），以及自評（self-appraisal）等方式，而各種方式均有其
優點，也有其限制存在。部分文獻如Robbins（1992）將個人能力或特質差異，視
為是組織內部員工的工作績效的重要原因。然而這些差異因素只能解釋部份的工作

績效的差異，影響工作績效的因素除個人因素外，可能還包括組織結構及組織所面

對的外部環境因素，均可能影響員工的工作績效。

（二） 研究對象
本文深度訪談之對象為台北縣、桃園縣、新竹縣、苗栗縣、宜蘭縣以及台中縣

等六縣農業局（處）之農地管理業務之主管及承辦人員，訪談時間為民國97年1至2
月間，先以當面深度訪談為主，再以電話訪談補充當面訪談之不足。之所以選取此

六縣的原因，主要是經本文對台灣各縣市農業主管機關業務內容做初步瞭解後，發

現各縣所列的農地管理項目與種類或許不一，但其執行之實質內容均在農地使用管

制、農地利用與產銷輔導及其他農地管理相關業務等三大類中，當然各縣的農地管

理單位之業務內容與著重的重點可能不盡完全相同，或有些許的差異，然本文研究

的重點著重於各縣一般性的農地管理之執行。此外，各縣農地管理的分工配置約略

可分為兩種類型，第一種類型是透過組織間分工的方式，將不同農地管理業務，依

其性質不同，交由不同部門來管理，即農地利用與產銷輔導屬於一個部門，農地使

用管制也有專責的執行部門，此種類型以桃園縣與台中縣為代表；第二種類型是屬

於將農地利用及產銷輔導與農地使用管制等多項農業相關業務，交給單一的部門來

執行，包括新竹縣、宜蘭縣、台北縣及苗栗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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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是採用半結構式訪談法（semi-structured interview）的方式，並輔

以簡單統計數據分析，以了解六個縣農地管理的執行結構與環境，及其對農地

管理執行績效的影響。本研究於樣本選取方法上係採取立意抽樣法（purposive 
sampling），為了解執行結構與環境，及其對農地管理執行績效的影響，乃基於
對台灣各縣市農地主管機關業務之分工配置類型之瞭解，而各選取不同類型中

具有代表性的六縣作為訪談對象。其次，半結構式訪談為結構式訪談（structured 
interview）與非結構式訪談（unstructured interview）的結合，通常一開始時會先詢
問受訪者一些結構式的問題，以蒐集有關研究主題的基本資料，其後再提出一些開

放式的問題，以更深入瞭解受訪者對研究主題的看法。Tutty et al.（1996: 56）認為
半結構式訪談法同時兼具結構式與非結構式訪談法的優點，包括：可以採取較開放

的態度來對特定議題進行資訊收集，因此可能在訪談的過程中得到額外的收獲。其

次，因為受訪者在訪談過程中較少受到限制，會採取比較開放的態度來思考自己的

經驗。因此，欲深入瞭解受訪者的個人經驗或想將不同受訪者的訪談資料做對照比

較時，較適合以半結構式訪談來收集資料。

就本文來說，訪談過程中，先以結構式問題了解農地管理單位的成員組成、分

工方式、誘因及訊息傳遞機制等；其次再以開放式問項請受訪者評估農地管理執行

環境，包括政治、法律及社經環境，以及執行結構，包括工作配置、誘因機制、訊

息傳遞，以及人員特質，及其對執行績效的影響，且提出農地管理制度執行改進

的建議。此外，本文為確保研究結果的信度及效度，於選擇訪談對象時特別注意其

代表性，即在典型的兩類分工組織型態中各抽取具有代表性的縣進行深度訪談。其

次，於訪談大綱初步擬定後，先與相關領域學者就其內容進行討論與修改；最後，

透過相關文獻，與不同部門的不同承辦人員的訪談結果進行交叉比對，以提高研究

結果的信度及效度。

四、訪談結果分析

以下針對訪談的結果進行分析，了解農地管理制度的執行結構與執行環境，及

其對農地管理執行績效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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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執行結構
1. 人員特質

表一顯示出六個縣農地管理的正式編制人數、訪談時約僱與臨時人員的實際人

數，及實際正式編制人員的學歷與專業背景。就人力而言，從量的觀點，如暫不論

編制是否為正式與否，實際人數都大於編制人數，但若進一步從質的觀點，僅苗栗

與新竹縣的人力符合人事編制，其他四縣的人力正式編制人員均不足，其人力多出

來的是約僱及臨時人員。其中約僱人員大都為正式編制人員的助理；而臨時人員則

是專案計畫依計畫期限聘用，計畫完成即終止任用，因此較無法接觸到具決策性的

業務。值得注意的是，台中縣受訪者強調正式編制人員流動率高，但約僱與臨時人

員的流動率更高。此外，約僱與臨時人員雖有少數具有大學農業相關學系學歷，但大

都是專農、高農或高中畢業者。而正式編制人員的學歷，如表一所示，大多是農業相

關學系畢業者，包括農經、園藝、畜牧、森林、水產養殖等，其從事農地利用與產銷

輔導係其專業，但從事法令繁雜的農地使用管制業務，執行上相對的較為棘手。

2. 分工配置

為達到農地管理的目標，六個縣科（課）的分工方式有三種類型：1.依業務性
質分工。2.依鄉鎮分工。3.依業務分組。以前大多的科或課都以業務性質分工，但
為了避免不定期會勘的出席不足問題，及加強每個承辦人員都須知道農地管理法規

等，訪談的縣中已有苗栗縣依鄉鎮分工，每位承辦人負責3∼4個鄉鎮。較為特殊的
是新竹與宜蘭縣，3個正式編制人員中，1位科長外，另2位正式編制人員，1位負責
全縣農地利用及產銷輔導，另1位則負責全縣所有鄉鎮的農地使用管制，兩者雖都
有1位約僱人員協助，但就受訪者之觀點，人力應予補強，此觀點與過去相關文獻
（殷章甫，1988；顏愛靜等，2004）所強調的相同。
另有台北縣的分工配置，由鄉鎮分工，改為以業務分二組，每組6∼7人，分組

的功能，在於避免流動率大的情況下，業務可由同組的人代理執行，而且在分組的

方式下，可逐漸擬訂出制式化的業務程序表。對於新進人員而言，在有同組資深人

員帶領，及制式化程序表的使用，能有較易進入情況的優點。至於同一局處間，不

同課的分工配置，雖然依業務性質分工，但性質較不明確或較廣泛時，常採取的方

式是共同會勘、會簽表達意見，如有爭議再由上層長官決定。而其他臨時交辦事

項，常是農地管理人員最為困擾之業務，因其業務性質常非農地管理或其專業領域

之工作。

基於多重任務的觀點，可進一步分析上述的分工配置。首先將表一的分工特質



洪維廷、林森田、丁秀吟：農地管理制度執行結構與環境之研究

63

整理並轉換為圖二，台中縣與桃園縣將農地利用及產銷輔導的業務與其他農地管理

業務分開，形成一專業化分工配置，承辦人員所執行之業務，係屬同質的多重任務

特性。而新竹縣與宜蘭縣之農地管理業務單位名稱雖不同，但執行的業務均包括了

所有農地管理業務，且於單位內部均再有細分工，將農地利用及產銷輔導業務與其

他農地管理業務分別由不同的承辦人員執行，具有不同的任務劃分成不同的工作，

並由不同的人執行之工種設計（grouping task into job）之特質，以營造不同任務之
間的互補效果，降低任務執行的時間與成本。

至於台北縣則採取先依業務分組，再依鄉鎮分工，就本質而言亦屬工種設計的

特質。唯其分組具有團隊執行的特質，由一組承辦人員，各自選擇其努力的程度，

並共同達成目標或績效，每一位承辦人員對績效的邊際貢獻，明顯地係依賴著組內

其他承辦人員的努力程度，個別的承辦人員的努力程度較難以單獨的被觀察。於此

種情況下，業務的執行可能會出現搭便車之情形，而台北縣之依業務分組分工，於

表一　六縣農地管理人員特質與分工性質

項目

縣
正式編制人數 實際人數 編制人員學歷 分工性質

台中縣 6
編制內人員3
   約僱4
   臨時2

農業相關學系、工業工程

（高考農業行政）
專業化分工

苗栗縣 8
編制內人員8
   約僱5
   臨時1

農業相關學系 依鄉鎮分工

桃園縣 8
編制內人員7
   約僱1
   臨時2

農業相關學系
專業化分工

新竹縣 3      
編制內人員3
   約僱2
   臨時0

法律及農業相關學系 業務性質分工

台北縣 29
編制內人員16
   約僱1
   臨時2

農業相關學系 業務分組

宜蘭縣 5
編制內人員3
   約僱3
   臨時2

農業、土壤及行政管理學系 業務性質分工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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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長下的分組，各組有一位組長為監督者，對組員而言，該組長扮演著委託人的身

份，對科長而言，該組長則成為代理人的角色，以處理搭便車之問題。圖二中的工

種設計，相對於專業化分工而言，工種設計可謂下層「組織內」的分工，而專業化

分工則為上層「組織間」的分工，但兩種分工都屬同質性的多重任務之工作設計，

Dewatripont et al.（2000）認為此種分工較能提升執行的績效。
另苗栗縣係依鄉鎮分工，即承辦人員必須負責幾個鄉鎮，並同時執行包括農地

利用及產銷輔導與農地使用管制等所有農地管理業務，係屬異質性的多重任務特

質。此類分工方式，較容易導致承辦人員在不同的工作間，於時間與努力程度上的

衝突，使得承辦人員傾向執行某部分工作，而對其他工作造成替代或排擠效果。

3. 誘因機制

幾乎所有的理論均基於個人必須被誘導去工作而強調個人誘因，但大部分明確

的誘因契約則應用於團體（Milgrom and Roberts, 1992）。換言之，誘因可為個人誘
因及團體誘因。就本文訪談過程的結果發現，接受訪談的六縣中，相關的主管多數

均表示，現行對於承辦人員的績效評估，幾乎都是以季與年度的固定考核為主，其

評核內容包括承辦人員的能力、品行，以及體能等項目，此部分會影響到其年終獎

金及升遷，除此之外，單位主管並無太多其他相關的激勵機制可資運用，其中台中

縣主管提及會針對該季執行表現較優的人員進行公開的表揚，而表現較佳的處室，

亦會於處務會議上進行口頭的表揚，但此部分多非針對個人進行獎勵。

此外，受訪的六個縣均表示有必要建立激勵制度，以提升農地管理業務的執行

績效，然也不約而同地提到評估時可能面臨的困難，例如：有哪一項或哪幾項指標

足以涵蓋執行績效的各個面向，作為衡量農地管理執行績效的指標，必須先加以釐

圖二　六縣之分工配置特質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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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及確認。就此一部分，受訪者有不同的看法，六個縣受訪者均認為可以用公文處

理的速度及數量加以衡量，苗栗及桃園縣受訪者則認為可以適度地加入地方民眾

的反映，但受訪者亦直接指出了評估指標決定的困難性。其次，以農地違規查處為

例，當一個縣市處理或查報的案件較多，是代表該縣市執行的績效愈好，抑或是代

表該縣市過去農地管理的成效較差，實難以驟下論斷。另外，處理案件的件數或速

度可以量化，較易評估，但在處理品質上，則會面臨不易評估的問題，上述情形或

許是行政院農委會研擬農地管理業務績效評鑑機制的主要原因。

4. 訊息傳遞

根據Simon（1957）的觀點，人的認知本身即存在有限理性的現象，再加上代
理結構下通常存在訊息不對稱的問題，使得農地管理制度的執行面臨一定程度的困

難。在執行相關訊息傳遞方面，可以從下列幾個面向加以分析。首先是農地管理

業務資料的保存與更新，因為該等資訊係提供承辦人員決策的依據及參考，格外重

要。六個受訪單位均表示於電腦e化的情況下，包括歷年以來法規的變遷、法令的
解釋及農地管理的相關資料都有建檔，並定期更新，該等過程係將農地管理資訊外

顯化的過程，對於知識的傳承有相當大的幫助。其次，是人員的交接，也牽涉到了

訊息的傳遞，此部分的知識有很大的部分是偏向於Polanyi（1958）所提及的默會或
內隱的知識，本來就不容易透過制式的經驗傳承方式完全加以傳遞，加上經訪談結

果發現，農地管理承辦人員的流動率高，經常是原承辦人員已離開現有職務，新承

辦人員隨後才補上，除了涉及業務代理及人力不足的問題之外，亦衍生了經驗及知

識難以傳承的嚴重問題。

此外，雖按鄉鎮或分組的分工配置方法，可降低部分經驗傳承的問題，但知識

的學習本來就是一個累積的過程，再加上農地管理相關法規及業務內容的繁雜，致

使新的承辦人員往往需要六個月至一年的學習與輔導，業務執行才能逐漸進入情

況，此段學習與適應的時間，難免會影響到承辦業務的效率以及品質。最後，則為

課內的協調與溝通，受訪者認為較少問題，如果有問題，亦可由每週或不定期的

科（課）務會議討論與解決。最後為科（課）與科（課）間的協調溝通，較常採用

的方式是兩科（課）的承辦人員與科（課）長一起協調，協調不成則提處務會議決

定。據受訪者表示，此方面的人際網絡關係就顯得相當重要，這也凸顯了在正式規

則之外，非正式規則在農地管理制度執行上所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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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執行環境
依本研究的深度訪談結果，顯示出執行環境影響農地管理執行的因素主要有法

令不完備、民代壓力、社經環境及未依時程辦理農業用地分區調整等，茲分別探討

如下：

首先，六個縣的受訪者均表達農地管理是依法行政，而法規的不完備導致執行

上相當的困擾。此一問題可從表一中各機關編制人員之學歷背景有些許理解，即六

個縣計有40位為正式編制人員，僅有1位法律學系及1位行政管理學系，二位背景與
法律較有直接關係，其他38位編制人員都是農業相關學系，法規的接觸面相對的較
少，雖農委會每年均舉辦農地管理法規講習，嘗試彌補此一方面的不足，但效果似

乎有限，更由於農地管理承辦人員流動的頻繁，使得該農地管理法規講習的效果大

打折扣。此外於對法規有疑問時，受訪者期望上級函釋文宜明確，不宜常以本於權

責處理答覆。

其次，農地管理業務常涉及違規使用或證明的核發，民眾為了避免遭到取締罰

鍰，或可拿到各種證明，往往請託民意代表進行關切，承辦人員一方面怕因為同意

核發證明，形成未依法行政，另一方面又怕不同意核發證明遭議會質詢，波及長官

或單位預算被刪，甚至影響自己的考績，而形成農地管理承辦人員的壓力，六個縣

的受訪者均表示民代壓力是影響農地管理業務執行的主要因素之一。

另有台中縣、桃園縣及台北縣三個縣的受訪者認為，社會經濟環境亦是重要的

影響因素，而這三個縣是在直轄市或省轄市的周圍。表二為台中縣、桃園縣及台北

縣的都市計劃內人口密度與第三級行業人口占就業人口比率，其中除了台中縣的都

市計劃人口密度有些微下降外，其他都上升。至於台中縣的都市計劃總人口密度雖

下降，但深入探究，台中縣緊鄰的10個市與鄉，民國89年至95年有五個市鄉是人
口成長快速地區，四個市鄉為人口成長穩定地區或成長遲緩地區，只有一個鄉為人

口外流地區（請見表三）。就都市計劃人口密度而言，除了烏日鄉因都市計劃面積

增加一倍而導致人口密度降低，新社鄉則因都市計劃面積不變下都市計劃人口密度

下降外，其他市鄉均增加。換言之，台中縣的都市計劃內人口密度之下降，是源自

於台中縣緊鄰之八個市鄉以外的地區人口外移，而緊鄰台中市八個市鄉人口及都市

計劃人口密度的增加，對農地管理業務的執行形成某一程度的影響。而違規使用農

地的收益，往往高出農業收益許多，加上民眾缺乏守法觀念與公權力不彰的示範效

果，使得農地管理的績效不佳。

另有三個單位受訪者，特別指出民眾的守法觀念有待落實，政府宜加強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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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台中縣緊鄰台中市10市鄉人口變化情形

市鄉人口數
都市計畫人口密度

（人/每平方公里）
89年 95年 增加率（%） 89年 95年 增加率（%）

大里市 174930 189945 8.58 13265 14114 6.40

大里鄉 80974 86993 7.43 5949 7766 30.54

潭子鄉 89956 96450 7.22 7334 7629 4.02

龍井鄉 66895 71510 6.89 _ _ _

沙鹿鄉 72486 77273 6.60 _ _ _

烏日鄉 64668 67065 3.71 6326 3083 -51.26*

太平市 166923 171139 2.53 7288 8482 16.38

大肚鄉 54685 55886 2.20 3811 4320 13.36

豐原市 161104 164051 1.83 7130 7390 3.65

新社鄉 26740 25915 -3.08 3369 2663 -20.96
註： 龍井鄉及沙鹿鄉無都市計劃人口密度資料
 烏日鄉都市計畫面積由民國89年的5.41平方公里，增加為民國95年的11.78平方公里
資料來源：http://account.taichung.gov.tw/人口月報/89全年齡.xls
 http://account.taichung.gov.tw/人口月報/95全年齡.xls
 台中縣89年及95年統計要覽

表二　台中縣、桃園縣及台北縣之人口密度與產業人口變化情形

項目

縣

都市計畫內

人口密度（1/km2）

第三級行業人口

占就業人口比率（%）

台中縣

89年 3338 42.9
95年 3273 47.3
變動率 －1.95% ＋10.26%

桃園縣

89年 3950 46.1
95年 4180 52.0
變動率 ＋5.82% ＋12.80%

台北縣

89年 2757 57.6
95年 2959 61.8
變動率 ＋7.33% ＋7.29%

資料來源： 都市及區域發展統計彙編2001及2007年，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都市及住宅發
展處編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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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有一受訪者指出，上級長官對法令的熟悉與否，相當重要，尤其面

臨選舉時，上級長官的更換，於黨政色彩與選票考量下，更導致農地管理承辦人員

的壓力。最後亦有台中與台北縣受訪者認為政府未嚴格依時程執行農業用地分區調

整，在動態社會的變遷下，違規使用越來越嚴重，即舊的違規使用問題未處理，新

的違規使用亦不斷的發生，更形惡化農地管理問題。

（三） 執行績效
以下將基於上述農地管理的執行結構與執行環境之分析結果，進一步探討其對

農地管理執行績效的影響。首先是執行人員的特質，大多是農業相關學系，其從事

農地利用與產銷業務的輔導，是其專長，但由於相對地較少法律方面的訓練，從

事涉及龐雜法令的農地使用管制業務，難免有力不從心或法令不完備的認知與反

應，進而影響到其執行，如能像新竹縣與宜蘭縣任用具有法律與行政管理的人員特

質者，將可避免上述缺失。在人力的數量上，除了苗栗與新竹縣外，其餘台中、台

北、桃園及宜蘭四個縣之正式編制人員，都屬不足的情形，人力的數量雖非為影響

執行績效的唯一因素，但正式編制人員的不足，或多或少會影響到執行的成果。其

次是分工配置，從多重任務的觀點，有台中、桃園、新竹、台北、宜蘭縣已分別採

專業化分工或工種設計，屬同質性的多重任務，從學理上，被視為是可提升執行績

效的分工方式。但有苗栗縣，尚未採用工作設計，係屬異質性的多重任務，有待採

用工作設計方式進行分工，以提升執行績效。

再者，僅台中縣有除了季與年度固定考核外，對執行績優人員的公開表揚。而

誘因機制的提供，是解決代理問題或達到委託人目標的重要方式，在代理結構中缺

乏誘因機制，是造成執行績效低落的重要原因之一，亦是學理上所公認。唯執行績

效如何評估，亦是農地管理執行提供誘因機制所面臨重要的課題。最後，在訊息傳

遞上，由於執行人員的流動率高，雖就法令部份進行e化建檔與移交，但農地管理
業務的執行，常涉及內隱的知識、主觀的判斷與認定，難免會有受訪者提及之人力

斷層與業務執行延遲的情形。另就執行環境而言，除法令不完備方面，如上所述

外，民意代表的關切與壓力、上級長官對法令不熟悉導致執行人員的壓力、政府於

動態社會中，未能按時檢討或進行分區調整等，均會直接或間接不利的影響到執行

的成果。

本文以上對執行績效的分析，較屬質化的探討，農委會亦注意到了此一現象

與問題，且嘗試提出相關的績效評鑑機制（陳奉瑤，2005），擬透過平衡計分卡
（balanced scorecard）的量化方式來評估承辦人員的執行績效，該報告提出了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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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的評估架構，將評估的面向分為財務面、顧客面、內部流程面、學習成長面，

與行政面等五個面向，且與農地管理的相關業務結合。該報告的貢獻是提出了績效

評鑑的基本衡量架構及激勵機制，且點出了評估的指標不應是單一面向的，亦應注

意到顧客的反映，然仍有部分有待進一步討論。Kaplan and Norton（1992）所提出
的平衡計分卡方法是將原本較抽象的績效觀念加以量化，使得績效的評估能有一個

相對較客觀的標準。此外，相對於傳統的績效評估機制，它的指標是多面向的，它

涵蓋了財務指標與非財務指標、有形與無形指標、長期與短期指標等，且同時注意

到顧客的反映，有助於改善公務體系長期以來非服務導向的心態。

然而，平衡計分卡也存在了某些限制，Smith（2005）認為平衡計分卡無法明
確地指出應選用哪個特定的績效指標以及績效目標（performance targets）的角色與
定位問題；其次，它對於組織內的人力資源部份也沒有太多的著墨。另外，在實證

上，財務與非財務指標之間，以及消費者相關指標與財務表現之間的關係，並不如

平衡計分卡所提及的那麼顯著。因此，Lewy and du Mee（1998）也認為在執行平
衡計分卡之前必須先確認策略已經被執行，為較資深的管理者所支持，就是它應該

是一個漸進式的過程，能與願景確實的結合，而且它的做法應該視不同的組織做彈

性的調整，不能忽略執行過程中所伴隨的成本，包括紀錄及管理等程序。因此將其

應用於公部門時，必須注意到承辦人員的表現有一部分可能是無法量化的。該報告

所提及的評估指標主要是團體的表現，較少涉及到個人表現的評估，而且不同的縣

市面臨不同的管理環境，似應有不同的彈性評估準則，另外執行時所伴隨的成本及

是否受到上級政府支持，則可能是實施時所必須考量的因素。換言之，於實施之

前，各縣市應有一套明確的執行目標及績效評估準則，以及績效改善策略，而人力

資源的強化，以及激勵制度的建立，可能是當務之急。

五、綜合討論

傳統代理理論為了分析上的方便，在執行結構中，假定代理人為同質，且在既

定的環境下進行分析，然由前述訪談結果的分析可知，農地管理執行結構下，承辦

人員的人力素質並非同質，更由於承辦人員的流動性高，因此除了不易全盤了解繁

複的農地管理法規外，在訊息傳遞上經常出現經驗及知識難以傳承的問題；其次，

農地管理執行環境並非固定不變，它會受到政治、社經及法律等因素的影響，當該

等環境變動，將影響到代理結構及代理人的執行行為。由本文的個案訪談中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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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農地管理制度面臨相關法令不完備、民代壓力、社經環境的變動，以及未依時

程辦理農業用地分區調整等制度環境面的相關問題，都深深地影響到農地管理制度

的執行，這是透過代理理論分析制度執行之相關問題時，所必須特別加以注意的。

當然，為了減低執行環境的變動對制度執行的負面影響，健全相關法令及定期舉

辦農業用地分區調整，均為主管機關所必須努力的方向。至於民代壓力，大多來自

於農地違規使用的查處，此部分業務在違規稽查方面，可考量委外辦理（contract 
out），或者透過航照圖的比對，再將違規使用案件公佈後交由地方政府處理，以
降低承辦人員可能面對的人情及民代壓力。

其次，農地管理制度執行之多重委託代理關係下，政府部門在執行績效評估上

面臨相當多的挑戰。首先，承辦人員的工作表現有些是屬於易於量化的，有些則是

較偏向於質化的；此外，由於其執行內容除了涉及到部門間的協調，也涉及到部門

內的分工，因此複雜度相對更高；再者，以農地管理任務間所存在的替代及互補關

係，以及不同縣市承辦人員背景特質、專業能力，與其價值觀念，都可能影響到執

行的績效。由此可知，農地管理制度執行除了具有多重任務代理的問題，其複雜的

程度，甚至超越了理論的範圍，也造成了農地管理執行績效評估不易的困境。

基於上述的原因，農委會也開始重視到了績效評估的問題，欲以平衡計分卡為

工具，衡量農地管理執行之績效，以作為提供激勵的基礎，俾提升農地管理的成

效。由本文的訪談結果發現，多數縣都認同且已注意到農地管理的重要性，將其列

為重要的業務項目之一，然少數縣未對組織內的工作設計作較細部的考量，且多數

縣未將績效及激勵結合。因此，要透過執行平衡計分卡的方式對農地管理業務進行

績效評估，做為激勵的標準前，都必須在考量工作設計後始能進行。再者於實施績

效評估時，先有執行的層次、架構及策略，再據此擬定績效評估的架構，設計誘因

機制，才有助於農地管理制度的執行。

最後，針對農地管理任務間所存在的替代及互補關係，以及承辦人員的價值觀

念對制度執行的影響，如Itoh（1991）的觀點，若要使團隊中的個人相互協助，就
必須將每個人的報酬依賴於團隊的表現。因此，就農地管理業務重新進行工作設計

時，可考量將組織內的承辦人員之間的工作作互補性的適當安排，且加強承辦人員

專業能力及工作態度的教育，也是提高工作績效的重要途徑之一。此外，於考量工

作設計時，亦不能忽略各縣在執行環境上既有的差異，即優先掌握與清查實際農地

管理執行狀況，使各縣在同一基礎下執行農地管理業務，始能有助於農地管理制度

執行績效之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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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　論

中央政府認為長期以來，地方政府對農地管理制度之執行，尤其是違反使用管

制方面，偏向消極與保守。農地管理的相關研究亦分別從農地變更制度、國土計

畫、農地分級分區管理、農地違規使用管理等觀點進行探討，認為制度的執行有待

改進，也就是基於規劃及管制的角度切入，但較少針對農地管理制度之業務進行執

行面的檢視。因此，本文乃基於多重任務代理觀點，對農地管理制度之執行結構與

執行環境進行分析，探討的範圍除了涉及執行的組織之工作配置外，亦發現就農地

管理而言，執行之代理人的人力特質，不但是非同質，且流動性高，而執行環境亦

不斷地在改變，兩者正是影響農地管理執行績效的重要因素，此有別於代理理論模

型中，人力素質為同質及執行環境固定不變的兩項假設。

農地管理制度執行之改善，於執行結構方面，應認知到農地管理的執行性質與

範圍，除了涉及農產業面的技術性質，更有農地管理面的法律特性，故於人力任用

的特質考量上，除了農業專業技術人員外，宜像新竹縣與宜蘭縣納入具備法律素養

的土地行政或管理人員。在人力的數量上，應避免任用約僱及臨時人員替代正式人

員，以提升執行成果。於上述人力特質與數量的前提下，將農地管理之同質性的多

重任務與異質性的多重任務分開，也就是將農地使用管制與農地利用及產銷輔導分

開，採用如台中縣與桃園縣上層組織之專業化分工，或像新竹縣、台北縣及宜蘭縣

下層組織的工種設計之工作設計方式，使農地管理的任務，具有執行層次、整體架

構與策略。如果主管機欲以平衡計分卡方式進行執行績效評估，應注意到各縣在同

一基礎下進行，以為激勵機制提供的基礎，並提升農地管理的執行成果，營造安全

的農業生產及優質的農村環境。

至於執行環境上的改善，更完備的法令是受訪單位一致的觀點。此外，非都市

農業用地的定期舉辦用地分區調整，以避免既有違規使用錯誤示範及新違規產生之

惡化情形，是主管機關需改善的方向。至於民代壓力，大多來自於農地的違規使用

上，中央政府可考慮將農地違規使用之稽查作業委外辦理，或透過航照圖比對，再

將違規案件公佈後交由地方政府處理，以避免承辦人員遭遇來自地方民代的壓力。

最後，本文雖強調執行結構與環境對執行績效的影響，然於本研究的進行過程中，

作者亦體會與了解到執行結構、執行環境及執行績效之交互影響，亦值得注意與進

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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